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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未来发展趋势。然而,当前我国企业在产学研合

作中的主导地位仍有待加强。基于结构性权力视角,通过剖析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

多重权力来源(层级权威、资源掌控、网络中心度),分析多重权力来源的组态效应,以

2012—2020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获奖上市企业为样本,刻画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

过程中多重权力来源组态的演化轨迹,揭示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强化机制。研究发

现:(1)单个权力来源并不直接作为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必要条件。(2)“层
级权威 资源掌控”双重权力来源、“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双重权力来源、“层级权威 资源

掌控 网络中心度”三重权力来源均能够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而“资源掌控 网

络中心度”或“资源掌控 层级权威”双重权力来源缺失不利于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3)在多时段比较分析中,资源掌控始终在组态演变中占据重要中心度,而网络中心

度对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决定性作用逐渐增强。研究为揭示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强化机理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能够为加强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相关实践提供

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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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有助于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未来要

“完善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形成以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

融合有利于发挥创新要素集聚效应,可以更好

地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然而企业

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真正实现面临诸多困

难,当前我国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仍有待加强[1],具体表现在:企业在重大规划和

任务中并未发挥好“出题者”作用;真正由企业

牵头确定研究方向的重大科技项目较少;有些

科技项目名义上是企业牵头,但实际上研发方

向和研究内容最终还是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

导。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等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的目标导向下形成互



补性合作关系[2],但这种合作也可能引致多元

创新主体之间权力的非均衡配置[3-5]。如何提

升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主导地位,进而

推动企业在技术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
果转化等方面更有作为,以促进创新链与产业

链各环节相互渗透,成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待解难题。在此背景下,以产学

研深度融合中多元创新主体间的权力配置为切

入点,深入探讨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强

化机制,推动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真正发挥主

导作用,对于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产学研合作的本质是异质性组织之间基于

共担风险、共享资源等原则进行的协作行为。

Etzkowitz[6]提出三螺旋模型,强调大学、产业

和政府在创新过程中存在相互作用,认为产学

研三方存在“三重螺旋”关系。相关研究主要基

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及协同创新

理论开展产学研合作研究,研究内容包括:①产

学研深度融合动力机制的探讨。周正等[7]认为

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因素分为两类,其中,环
境驱动力包括技术推动力、市场需求拉动力、市
场竞争压力和政府支持力,而内部驱动力则包

括利益驱动力、战略协同引导力、内部激励推动

力和创新能力保障力;刘连峰和刘凤朝[8]以沈

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和大连理工大学合作

共建的沈鼓 大工研究院为例,分析了企业持续

创新需求、阶段性技术收益等因素对校企深度

合作的促进作用。②产学研深度融合组织模式

的对比分析。张嘉毅和原长弘[9]基于中国高速

铁路项目和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等产学

研合作项目,对比分析了政府主导、学研机构主

导和企业主导三种组织模式下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组织体系,认为明确的领导和执行机构是促

进产学研合作组织科学决策和高效管理的核

心;张华等[10]基于动态博弈模型进行研究,发
现相对于学研机构与中介组织,由企业领导合

作创新可实现知识链分散决策下市场需求与知

识链整体收益的最大化。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影响因素分析。章芬等[11]探讨了新型研发机

构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过

程;邵汉华等[12]考察了技术市场发展对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影响,发现地区政府支持力度、信息

基础设施水平和市场化进程对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④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创新效应研究。张羽飞等[13]通过构建

产学研深度融合指标,研究发现以企业为主体

拓展产学研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对企业关键核心

技术突破具有正向影响;龙小宁等[14]将合作研

发区分为不同模式,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相比

其他合作模式产生的专利被引数量更高,证明

产学研合作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创新成果的质

量;范佳颖和马艳艳[15]以中国装备制造上市企

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企业主导产学研合作

(广度和深度)对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绩效具有倒

U型影响,且企业结构性权力(层级权威、网络

中心度和资源掌控)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
上述研究围绕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动力机

制、组织模式、影响因素和创新效应等方面形成

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对于产学研深度

融合中企业主导模式的积极作用,已基本形成

共识。但聚焦于企业主导模式的深入研究,现
有研究仍缺少对企业如何主导推进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进一步探讨。产学研深度融合是多元创

新主体创新资源高效集聚协同的重要形式,各
创新主体在合作关系中拥有不同的结构性权

力,由此形成对相应决策事项的主导权,进而影

响研发合作中的战略决策、资源投入、利益分配

与合作关系存续。已有文献将组织权力来源分

为制度观[16-17]、资源观[18-19]和网络观[20-22]等不

同角度和观点,不同视角的研究丰富了对组织

权力不同形成机制的考察,但对组织权力的研

究比较分散,弱化了对多种权力来源存在相互

作用的关注。
基于上述现实需求和理论研究缺口,有必

要对组织权力框架进行整体性分析,基于结构

性权力视角,系统剖析企业的结构性权力源泉,
结合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fsQCA)方法,探究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强化机制,有必要回答以下问题:在产学

研合作过程中,企业结构性权力的源泉是什么?
多种权力来源的耦合构成了怎样的组态? 这些

权力来源在多大程度上是强化企业主导产学研

深度融合的必要条件? 哪些权力来源组态可以

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创新来探索:①基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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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权力整体视角,剖析企业结构性权力的多

重源泉,在权力逻辑下揭示企业主导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强化机制,丰富产学研深度融合相关

研究,拓展结构性权力理论的分析边界。②借

助组态方法更广泛和系统地探讨企业结构性权

力多重来源的影响,探究多重权力来源组合如

何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机制的实证研究提供

新思路,同时能够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相关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1 理论背景与研究框架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现了企业与

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23]。Eisenhardt和Bour-
geois[24]认为权力是个体通过特定方式影响和

改变他人或者团体行为的一种能力,权力既是

社会主体间存在相互联系的外在表现,也是社

会主体对资源整合运用的表征。Strange[25]认
为权力是某种关系的属性,提出结构性权力概

念来描述构造不同主体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
在生产网络情境下,对企业结构性权力的考察

重点关注企业经济行为对其他关联组织的影响

力和控制力,此时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结构

性权力可被定义为企业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动

员或驱使其他组织实现自身愿望、满足自身利

益需求的能力。在产学研深度融合视角下审视

企业的主导地位,无法回避对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等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分

析,而企业的结构性权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

作用,从制度、资源和网络等单一视角对多元创

新主体协同合作的考察忽视了不同要素的叠加

互动。因此,本文借鉴 Astley和Sachdeva[26]

对结构性权力来源的解构框架,深入分析企业

结构性权力的三重来源———层级权威、资源掌

控和网络中心度如何联动、匹配影响企业在产

学研深度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1.1 组织结构性权力的来源

组织权力来源的制度观建立在科层制理论

基础之上,认为组织能够借助科层制结构对组

织目标进行劳动分工并实现专业化,通过权力

实现资源再配置[16]。科层制最初将层级权威

视为正式法令的产物[17],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

府的交融共进中,科层制管理逐渐与市场化的

网络组织及非制度化的“软”治理手段相结合,
组织依托于其管理层级取得的非正式“政治权

威”成为组织构建结构性权力的基石之一。在

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组织对产

学研合作进行协调管理的效率与其层级权威的

配置高度相关。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
我国企业可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国
有企业尤其中国央企凭借层级权威引入的政治

势能构成其结构性权力来源的核心内容,支撑

其发挥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主导作用。
组织权力来源的资源观建立在资源依赖理

论基础之上,认为组织内部无法产生出保证其

生存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任何一个组织都不能

完全自给自足,因此从外部环境获取必需的资

源是组织存在的基本前提。科技资源(包括科

技项目资源、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等)在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配置并非均等

的,对外部异质性关键创新资源的需求是多元

创新主体寻求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目的,对自有

独特关键创新资源的掌控则是多元创新主体共

同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基础。当一个组织拥

有其他组织所需的关键资源时,也就是当一个

组织掌控网络中的资源流向时,组织在网络内

就会拥有一定的权力[18]。资源提供者越是拥

有稀缺且难以复制的关键资源,组织对资源提

供者的依赖程度就越高,资源提供者对组织的

权力也就越大[19]。
组织权力来源的网络观建立在社会网络理

论基础之上,认为不同网络节点之间的比较优

势存在差异,会导致话语权不同,处于网络核心

位置的节点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控制力,处于网

络边缘的节点或者与网络中各节点联系不太紧

密的结点拥有的话语权相对有限[22]。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创新合作网络中的位

置不同会导致各创新主体的信息或资源获取能

力产生差异,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组织扮演着信

息桥接器或信息枢纽的重要角色[20-21]。具有核

心的地位组织可以凭借其在网络中地位的优势,
影响产学研深度融合中其他组织的行为,导致产

学研合作网络中组织结构性权力的产生[27]。

1.2 多重权力来源的组态效应

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为充分理解产学研深

度融合中企业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比较全面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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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企业拥有的层级权威、关键的创新资源掌控

及占据的网络中心地位分别对企业开展创新合

作有着重要影响,但对三种权力来源之间的互

动关系及其对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影响

尚待进一步探索和检验。基于结构性权力框

架,上述三种权力来源涵盖三个不同视角的要

素,而三个视角又分别存在多种具体影响因素,
因此本文借鉴张明等[28]的处理方式,基于自上

而下的理论框架演绎法和自下而上的文献样本

归纳法,综合考虑研究样本有限多样性和研究

模型简洁性,最终界定了五个条件:企业层级权

威(层级权威)、企业知识资源积累和研发投入

规模(资源掌控)、企业供应链网络中心度和产

学研网络中心度(网络中心度),试图考察上述

五个条件的互动关系对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影响。

1.2.1 层级权威

国有企业的层级体现出企业与不同级别政

府机构之间的政治关系及相应的资源配置。与

非国有企业相比而言,国有企业在对要素获取、
市场准入、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等关键资源的掌

控方面具有非国有企业无法相比的优势,加之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科研平

台资源向国有企业有所倾斜,国有企业对关键

创新资源的掌控常常伴随层级权威共同出现。
另外,国有企业凭借其所拥有的层级权威,更容

易联结政府部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配套企业

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获取创新支持,具备高

层级权威的企业相比其他企业更能享有高的网

络中心度,为其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可能。

1.2.2 资源掌控

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技术领域掌控的关

键创新资源首先体现于企业拥有的知识基础。
知识资源积累是企业准确判断技术发展方向以

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并为之提供技术支持的

基础。同时,研发资金的持续投入是产学研联

盟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保障,对项目研发

资金的投入也是企业行使“出题人”或“答卷人”
“阅卷人”等权力的重要支撑,雄厚的资金实力

能够使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掌握更大的话

语权。因而创新主体的知识基础和资金支持是

考察企业关键创新资源掌控的重点内容,企业

掌握的关键创新资源多,有助于企业在产学研

深度融合中引致大学、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对

企业的非对称依赖,有助于强化企业在开放式

创新网络中对其他创新主体的吸引力,强化企

业对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主导力度。

1.2.3 网络中心度

在由多元创新主体构成的创新合作网络

中,企业可以通过产学研协同网络和上下游供

应链网络两个渠道拓展与其他创新主体的网络

连接。基于产学研合作的创新协同是推动科技

成果应用转化的基本方式,产学研网络为企业

深度推进产学研融合提供了平台,处于网络中

心位置的企业可以更好地协调和整合不同的资

源和能力。基于供应链的集群式技术创新网络

则为企业参与行业技术集成交流与分享提供了

重要载体,通过产品供应链网络创建市场导向

的知识库是企业内部产品 过程技术集成的重

要补充[29],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可以更好

地与不同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客户建立联系,获
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帮助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

需求和行业趋势。产学研协同网络和上下游供

应链网络中心位置上的企业能够接触新知识,
通过识别有价值知识的优势也可以构成企业独

特资源的来源,同时拥有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

通常拥有较强的资源调度能力[30],因此企业在

创新网络中的位置优势与资源掌控也存在交织

互动,共同作用于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中的

主导地位。

1.3 研究框架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受到多元创新

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推动和约束,取决于多

元创新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不仅取决于单一的权力来源,也取

决于多重权力来源的组合。多重权力来源的相

互关系会改变权力作用逻辑,影响企业主导的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构建。已有研究为考察每一

种权力来源对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影响

提供了依据。但传统计量方法无法处理多条件

相互依赖的耦合效应、因果的非对称性和组态

的等效性等复杂问题。因此,本文结合必要条

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分析方法,同时将多种作

用因素纳入研究模型,探究多重权力来源组合

与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系(图1),以
此作为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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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权力来源组态效应框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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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选择

必要性分析和充分性分析是定性研究方法

的基本内容。本文借助必要条件分析方法,探
究单个前因变量对结果影响的必要非充分性,
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讨形成相

同结果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对研究问题的必

要与充分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首先,本文用

NCA方法分析特定权力来源是否是加强企业

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必要条件,检验达成特

定结果需要的最低要素水平,并用fsQCA方法

检验必要条件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其次,本文

采用fsQCA方法探索多重权力来源组合影响

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复杂机制,采用多

种方法对分析结论的稳健性进行检验。最后,
利用多时段比较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企业主

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权力来源组态演变规律。

2.2 样本选取与变量处理

2.2.1 样本选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中国国务院设立的

国家科学技术方面的五大奖项(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之
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完成和应用推广

创新性科学技术成果,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组织。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体现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显

著加强。
本文选取2012—2020年间曾获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在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网站上检索,共
获得199家上市企业的291条获奖数据。由于

存在同一家企业同一年度获得多项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的情况,本文依据企业排名靠前的获

奖信息测算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最终

将数据完整的182条企业获奖数据作为研究案

例。案例企业的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 Wind数

据库、Incopat专利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相关

上市企业官网及相关新闻报道。

2.2.2 结果变量

本文以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为结果

变量,以衡量企业在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

项目中的主导地位。参照贺超城等[31]的研究,
采用分位数方法定义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

导地位,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Statusi,k=
Ni,k-ni,k+1

Ni,k*(Ni,k+1)
2

(1)

其中,Ni,k 为企业i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的奖励项目k 中的参与单位数,ni,k 为企业i
在所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奖励项目k中的

排名位次,Statusi,k 即为企业i在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的奖励项目k中的主导地位。

2.2.3 前因条件

基于结构性权力理论,本文从层级权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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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掌控和网络中主心度三个维度出发,共选取

五个衡量指标作为前因条件。
(1)企业行政层级。根据公司行政属性确

定企业的层次,最终控制人为国务院部委的国

有企业赋值为4,省属国有企业赋值为3,地市

(自治州)及县(区)属国有企业赋值为2,其他

企业赋值为1。
(2)知识资源积累。企业获得授权的发明

专利是企业在特定领域专业知识的直接体现,
因此采用企业发明专利累计数量作为企业知识

资源积累的代理变量。
(3)研发投入规模。采用企业当年研发经

费支出金额作为企业研发投入规模的代理变量。
(4)供应链网络中心度。根据企业披露的

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信息进行匹配以构建供应

链网络,利用Pajek软件分年度计算得到企业

在所处供应链网络中的网络中心度。
(5)创新网络中心度。本文所指创新合作

网络涵盖企业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产学

研联盟、共建实验室等方式形成的合作网络,企
业的创新网络中心度以与企业开展深度研发合

作的大学、科研院所的数量衡量。

2.3 变量校准

本文将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知识

资源积累和研发投入规模的完全隶属、交叉和

完全不隶属的校准点设定为样本描述性统计的

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企业层级

权威、供应链网络中心度和创新网络中心度校

准点根据变量属性设置与样本案例分布具体选

定。数据描述性统计与模糊集校准见表1。

表1 数据描述性统计与模糊集校准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ata
 

and
 

fuzzy
 

set
 

calibration

变量 单位
描述性统计 模糊集校准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
0.210 0.172 0.029 1.000 0.251 0.179 0.096

企业行政层级 2.220 1.315 1.000 4.000 3.001 2.001 1.001

知识资源积累 个 510.937 1
 

108.336 0.000 8
 

052.000 414.751 107.501 37.501

研发投入规模 万元 114
 

000 207
 

000 28.5
 

876 1
 

060
 

000 105
 

357.501 253
 

900 8
 

642.001

供应链网络中心度 8.951 3.453 1.000 15.000 14.001 5.001 1.001

创新网络中心度 个 22.434 4.746 0.000 30.000 4.001 3.001 1.001

注:在fsQCA方法中,通过校准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模糊集值,使每个变量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设置了“完全隶属”锚点、
“交叉点”锚点和“完全不隶属”锚点,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不同条件组态。具体而言,在设置模糊集校准锚点时,由于部分变量

值刚好为校准临界值(例如3.000),导致fsQCA程序自动将这些值视为缺失值并排除,因此将锚点千分位加1(如取调整后

的锚点3.001),可以避免样本损失。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必要条件分析

必要条件指的是结果发生的每一个组态都

存在的条件。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借鉴杜运

周等[32]的研究,对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行

必要条件分析,检验五个前因条件及其“非集”
状态是否构成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必要条

件。表2报告了分别利用上限回归(CR)和上

限包络分析(CE)生成函数分析的必要条件效

应量,结果显示模型包含的条件变量均不能单

一地构成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必要条件

(效应量d≥0.10且P值≤0.10)。
在必要性分析中,QCA方法能够检验单个

前因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水平,而 NCA方法

则能进一步识别前因条件对于某一结果的必要

性程度,可以研究当结果达到最大观测范围的

某一水平时,前因条件最大观测范围内应当满

足的水平值。在表3报告的瓶颈水平分析中,
结果显示要达到100%的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

融合水平,至少需要1.0%的知识资源积累水

平,而其他前因条件都不存在瓶颈水平。

921 第1期 范佳颖等: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强化机制



表2 必要条件分析

Tab.2 An
 

analysis
 

of
 

necessary
 

conditions

条件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 P值

企业行政层级
CR 100% 0.000 0.95 0.000 1.000

CE 100% 0.000 0.95 0.000 1.000

知识资源积累
CR 100% 0.000 0.99 0.000 0.007

CE 100% 0.000 0.99 0.000 0.006

研发投入规模
CR 100% 0.000 0.99 0.000 1.000

CE 100% 0.000 0.99 0.000 1.000

供应链网络中心度
CR 100% 0.000 0.92 0.000 1.000

CE 100% 0.000 0.92 0.000 1.000

创新网络中心度
CR 100% 0.000 0.95 0.000 1.000

CE 100% 0.000 0.95 0.000 1.000

注:①条件变量使用校准后的模糊集隶属度值;②效应量(Effect
 

Size)d取值0~1范围内,效应量取值越大,表明该前因条件的

效应越大,0≤d<0.1为“低水平”,0.1≤d<0.3为“中等水平”;③蒙特卡罗仿真置换检验显示效应量的显著性水平(抽样次

数=10
 

000)。

表3 NCA方法瓶颈水平(%)分析结果

Tab.3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bottleneck
 

level
 

(%
 

)
 

of
 

NCA
 

method

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 企业行政层级 知识资源积累 研发投入规模 供应链网络中心度 创新网络中心度

0 NN NN NN NN NN

10 NN NN NN NN NN

20 NN NN NN NN NN

30 NN NN NN NN NN

40 NN NN NN NN NN

50 NN NN NN NN NN

60 NN NN NN NN NN

70 NN NN NN NN NN

80 NN NN NN NN NN

90 NN NN NN NN NN

100 NN 1.0 NN NN NN

在QCA方法的条件必要性检验中,当单

个前因条件必要性的一致性水平较低时,同样

认为单一条件不能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
借鉴Schneider等[33]的研究,本文将必要条件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9。表4的检验结果显

示,单个前因变量影响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的一致性水平均低于0.9,不构成必要条件。

表4显示的QCA方法的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与表3显示的NCA方法的条件必要性检验结

果一致,即不存在形成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的单一必要条件。单一前因条件对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的解释力度较低,因此需要进行条

件组态分析,进一步探究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强

主体地位或弱主体地位的权力来源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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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QCA方法单个前因条件必要性检验结果

Tab.4 The
 

necessity
 

test
 

results
 

for
 

individual
 

antecedent
 

conditions
 

of
 

the
 

QCA
 

method

前因条件
强主体地位 弱主体地位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层级权威
高企业行政层级 0.597 0.597 0.419 0.427

非企业行政层级 0.452 0.445 0.631 0.603

资源掌控

高知识资源积累 0.660 0.660 0.405 0.418

非高知识资源积累 0.451 0.438 0.670 0.633

高研发投入规模 0.609 0.651 0.419 0.435

非高研发投入规模 0.471 0.455 0.664 0.623

网络中心度

高供应链网络中心度 0.766 0.535 0.806 0.547

非高供应链网络中心度 0.352 0.652 0.315 0.567

高创新网络中心度 0.467 0.653 0.346 0.470

非高创新网络中心度 0.621 0.494 0.744 0.576

3.2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评估多个前因条件的组合是

否构成结果的充分条件,不同组态对于结果的

实现具有相同的地位。本文采用fsQCA3.0软

件对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或弱主体地

位的不同权力来源组态进行分析。本研究将原

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5,将PRI一致性设置

为0.75,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并在反事实分

析中假设单个权力来源出现与否均可贡献企业

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通过中间解与简约解的

嵌套关系对组态解的核心条件进行识别,得到形

成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的4种权力来源组

态(S1、S2、S3、S4)和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弱主体

地位的2种权力来源组态(NS1、NS2),见表5。

表5 fsQCA组态分析结果

Tab.5 fsQC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results

条件
强主体地位 弱主体地位

S1 S2 S3 S4 NS1 NS2

层级权威 企业行政层级 ● ● ● ● �

资源掌控
知识资源积累 ● ● ● � �

研发投入规模 ● ● ● � �

网络中心度
供应链网络中心度 ● ● ● � ●

创新网络中心度 � ● ● ● � �

一致性 0.86 0.94 0.94 0.91 0.81 0.76

原始覆盖度 0.21 0.23 0.20 0.20 0.10 0.25

唯一覆盖度 0.10 0.05 0.02 0.02 0.05 0.20

总体一致性 0.89 0.76

总体覆盖度 0.36 0.31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缺表示该前因条件出现与否不影

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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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的

权力来源组态

(1)“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双重权力来源驱

动型。组态S1表明,高企业行政层级、高知识

资源积累和非高创新网络中心度为核心条件,
互补高研发投入规模为边缘条件的权力来源组

态可以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鉴于部

分案例企业可能因保密等原因未公开全部产学

研合作数据,这些企业的创新网络中心度显示

偏低,因此组态S1中创新网络中心度这一核心

条件的缺失仅说明创新网络中心度可能对企业

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具有约束效应。在这种

情况下,企业凭借其所拥有的层级权威和对关

键创新资源的掌控,仍然能够强化企业主导的

产学研深度融合。组态S1的原始覆盖度为

0.21,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约21%的企业科技

创新强主体地位案例;唯一覆盖度为0.10,意
味着仅约10%的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能

被这一组态所解释。海康威视是组态S1的典

型案例。该企业隶属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
以视频业务为核心的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和大

数据服务提供商,业务聚焦于综合安防、大数据

服务和智慧业务。2019年海康威视研发经费

投入为54.84亿元,累计获得发明专利755件,
持续创新推动海康威视始终保持技术领先优

势。凭借较高的层级权威与强劲的资源掌控力

度,海康威视于2019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的二等奖(排序2/4),巩固了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深度融合。
(2)“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双重权力来源

驱动型。组态S2表明,以高知识资源积累、高
研发投入规模、高供应链网络中心度和高创新

网络中心度为核心条件的权力来源组态可以形

成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此时企业是否拥

有层级权威并不构成约束条件。组态S2的原

始覆盖度为0.23,表明该组态能够解释约23%
的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案例;唯一覆盖度

为0.05,意味着仅大约5%的企业科技创新强

主体地位能被这一组态所解释。潍柴动力是组

态S2的典型案例。2018年潍柴动力研发经费

投入为64.9亿元,已经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1
 

843件,在燃料电池技术、混合动力技术和纯

电动技术等领域拥有雄厚的创新资源积累。在

协同创新方面,潍柴动力不仅与清华大学、天津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大学展开

深度合作,更是先后成立东京、硅谷等国际化创

新中心,与多家国际行业领先企业展开战略合

作。通过掌控关键创新资源及占据创新网络中

心位置,潍柴动力于2018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的一等奖(排序1/5)。
(3)“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三

重权力来源驱动型。组态S3和组态S4均以高

企业行政层级、高供应链网络中心度和高创新

网络中心度为核心条件,组态S3互补高知识资

源积累为边缘条件,组态S4则叠加高研发投入

规模为核心条件。两种组态均可以形成企业科

技创新强主体地位。组态S3与组态S4均能够

解释约20%的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案例,
同时均约有2%的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仅

能被组态S3与组态S4所解释。中信重工是组

态S3的典型案例。该企业的直接控制人是中

信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国有企业。2012年中信

重工研发经费投入为5.5亿元,累计拥有发明

专利68件,积累了良好的技术知识基础。中信

重工不仅构建了全球研发体系,与清华大学、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20多所院校开展了广泛

深入的产学研项目合作,更与国内外多领域的

60多家高端客户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始终占据

创新网络核心位置。凭借企业层级权威、创新

资源掌控和创新网络核心位置三重权力加持,
中信重工于201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的二等奖(排序1/3),在重型机械行业基础及共

性技术研发领域始终维持着主导地位。宝武钢

铁是组态S4的典型案例。该企业是国务院部委

监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2020年研发经费投

入为87.3亿元,累计拥有发明专利6
 

203件,
具备雄厚的创新资源积累。在创新网络建设

中,宝武钢铁构建了以研究院为主体的产销研

和产学研紧密结合的研究开发体系,与上海交

通大学、中南大学等多所大学开展科研深度合

作。在硅钢产业,宝武钢铁实现高效环保变压

器用极低铁损取向硅钢等产品全球首发、硅钢

热轧带钢边部减薄控制技术等23项标志性技

术实现突破,于2020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的二等奖(排序1/4)。

3.2.2 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弱主体地位的

权力来源组态

(1)“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双重权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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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型。组态NS1显示,在缺乏高知识资源积

累、高研发投入规模、高供应链网络中心度和高

创新网络中心度的条件下,即便企业凭借国企

地位拥有较高的层级权威,也难以形成较强的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2)“资源掌控 层级权威”双重权力来源缺

失型。组态NS2显示,在缺乏高层级权威、强
知识资源积累、高研发投入规模和高创新网络

中心度的条件下,即便企业能够通过供应链网

络拓宽合作范围,也无法在产学研合作中形成

较强的主导地位。组态 NS1和 NS2再次证

明,仅凭单一权力来源无法强化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深度融合。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考Greckhamer等[34]的研究,通过

改变案例数和PRI一致性阈值的方式对企业

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的前因条件组态进行稳健

性检验。首先,将案例数阈值由1提高至2,形
成的权力来源组态结果与现有结果基本一致。
其次,将PRI一致性由0.75提高至0.80,形成

的权力来源组态同样与现有结果基本一致。以

上检验表明前文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 多时段比较分析

为了探究形成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权力来源组态演变路径,本文采用多时段比较

分析方法开展进一步研究,将案例数据以三年

为一期,划分为2012—2014年、2015—2017年

和2018—2020年三个时间段。各分样本数据

校准标准与组态分析参数设置与前文保持一

致,结合中间解与简约解得到的多时段比较分

析结果见表6。

表6 多时段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组态分析

Tab.6 Multi-period
 

deep
 

integration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enterprise-l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条件
2012—2014年 2015—2017年 2018—2020年

TS1 TS2 TS3 TS4 TS5 TS6 TS7 TS8 TS9 TS10

企业行政层级 � ● � ● ● ● ● ●

知识资源积累 ● ● ● ● ● ● ●

研发投入规模 � ● ● � ● ● � ● ● ●

供应链网络中心度 � � ● ● ● � ● ● ●

创新网络中心度 � � � ● ● ● ● ●

一致性 0.95 0.91 0.88 0.82 0.97 0.88 0.89 0.92 0.91 0.93

原始覆盖度 0.06 0.19 0.14 0.10 0.22 0.25 0.13 0.15 0.32 0.35

唯一覆盖度 0.02 0.09 0.09 0.04 0.13 0.17 0.08 0.07 0.08 0.11

总体一致性 0.90 0.90 0.91

总体覆盖度 0.49 0.40 0.43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
 

●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缺表示该前因条件出现与否不影

响结果。

从整体结果来看,第一时段共出现5种条

件组态,第二时段出现3种条件组态,第三时段

出现2种条件组态。单个条件组态的一致性以

及三个时段解的一致性均高于0.8。三个时段

中,能够形成企业科技创新强主体地位的条件

组态数量趋于收敛。从组态构成来看,知识资

源积累始终在组态演变中占据重要位置,供应

链网络中心度对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推动作用逐渐增强。此外,第一时段的组态中

核心条件的缺失较多,第二时段到第三时段中

核心条件的缺失逐渐减少,表明随着组态的演

化,形成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条件要

求逐渐增强。
具体而言,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中出现了

331 第1期 范佳颖等: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强化机制



“资源掌控”单一权力来源(TS1)、“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双重权力来源(TS2)两种组态,这两

种组态在第三时段中不存在。组态 TS1所代

表的“资源掌控”单一权力来源短暂地在第一时

段出现,表明案例企业可在其他条件均缺失的

情况下凭借创新知识积累强化其在产学研深度

融合中的主导地位,但仅有2%的案例样本可

由这一组态所解释。“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双
重权力来源由第一时段的组态TS2演变到第

三时段的组态TS6,但最终并未出现在第三时

段的条件组态中,说明这一组态随着时间演化

不再有助于推动形成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同时,“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双重权力来

源、“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三重权

力来源组态逐渐得到强化。“资源掌控 网络中

心度”双重权力来源经历了由第一时段的组态

TS3到第二时段的组态TS8再到第三时段的

TS10的路径演变,“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双
重权力来源中的各条件要素逐渐趋于强化。
“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三重权力来

源在三个时段中均稳定存在(TS4、TS5、TS7、

TS9),意味着该组态始终能够对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深度融合产生重要影响,该组态的变化轨

迹是组态演变中的主导轨迹。
总的来说,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权力来源组态及演变规律与政策导向的目标和

方向密切相关。自2013年提出“建立产学研协

同创新机制”以来,我国产学研合作机构进行了

不断的探索与改进,开始尝试“引导构建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推动跨领域跨行业协同创新”,

2016年《“十三五”规划纲要》强调“构建政产学

研用一体的创新网络”,政策指向不断具体化、
清晰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了大量高校与企

业、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创新中心、创新平台和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协同创新对于强化企业

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政

策导向的变化在“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双重

权力来源和“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
三重权力来源的变化轨迹中也得到体现。

5 结论与启示

如何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政

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以

结构性权力理论为基础,结合组织权力来源的

制度观、资源观和网络观,剖析产学研合作中企

业的权力源泉,采取组态视角分析多重权力来

源组合与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关系,
揭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强化机制。
首先,本文采用 NCA方法发现单个权力来源

并不直接作为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的必要条件。其次,“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双重

权力来源、“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双重权力来

源、“层级权威 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三重权

力来源均可以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而“资源掌控 网络中心度”“资源掌控 层级

权威”双重权力来源缺失不利于强化企业主导

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最后,在多时段比较分析

中,资源掌控始终在组态演变中占据重要位置,
网络中心度对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作

用逐渐增强。
本文组态研究结果有3点实践启示。第

一,存在多种能够强化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

合的组织权力作用逻辑。单一权力来源不足以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保障企业在产学研深度融

合中的主导地位,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越

来越依赖于多种权力来源的组合作用。企业应

当基于自身优势,努力拓展多种结构性权力来

源以构建多维优势,逐步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

研深度融合。第二,通过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产

业链协同创新占据创新网络中心位置是强化企

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式。在创新

研发中,企业可以通过产业互联网、创新联盟和

科技产业园等平台广泛寻求研发合作,在与多

元创新主体的联结中促进知识转移与创造,提
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第三,大型国企应当凭

借层级权威在多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困
境下发挥领头羊作用。大型国企应当借助体制

优势引导多元创新主体合作,促进行业创新资

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开放式创新推动行业形成

良好的协同创新生态系统,进一步加强企业主

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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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is
 

the
 

future
 

trend
 

for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le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UR)
 

cooperation.
 

Nonetheless,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China’s
 

enterprises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UR
 

cooperation
 

remains
 

to
 

be
 

further
 

consolid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powe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ultiple
 

sources
 

of
 

enterprises’
 

structural
 

power
 

(hierarchical
 

authority,
 

resource
 

control
 

and
 

network
 

centrality)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UR
 

cooperation,
 

and
 

delves
 

into
 

their
 

combined
 

effects.
 

Taking
 

listed
 

companies
 

that
 

have
 

received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from
 

2012
 

to
 

2020
 

as
 

samples,
 

this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figuration
 

of
 

triple
 

structural
 

power
 

sources
 

in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led
 

IUR
 

cooperation,
 

and
 

reveals
 

its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The
 

result
 

shows
 

that:
 

Firstly,
 

a
 

single
 

source
 

of
 

structural
 

power
 

cannot
 

directly
 

serve
 

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led
 

IUR
 

cooperation.
 

Secondly,
 

the
 

dual
 

power
 

sources
 

of
 

‘hierarchical
 

authority
 

—
 

resource
 

control’,
 

‘resource
 

control
 

—
 

network
 

centrality’,
 

and
 

‘hierarchical
 

authority
 

—
 

resource
 

control
 

—
 

network
 

centrality’
 

can
 

strengthen
 

the
 

deep
 

integration,
 

while
 

the
 

absence
 

of
 

the
 

dual
 

power
 

sources
 

of
 

‘resource
 

control
 

—
 

network
 

centrality’
 

or
 

‘resource
 

control
 

—
 

hierarchical
 

authority’
 

is
 

not
 

conducive
 

to
 

strengthen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led
 

IUR
 

cooperation.
 

Thirdly,
 

in
 

the
 

multi-period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ource
 

control’
 

consistently
 

maintain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configuration,
 

and
 

the
 

pivotal
 

role
 

of
 

‘network
 

centrality’
 

is
 

gradually
 

being
 

enhanced.
 

The
 

resear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lucidating
 

the
 

strengthening
 

mechanism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led
 

IUR
 

cooperation,
 

and
 

simultaneously
 

provides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for
 

its
 

implementation
 

and
 

practice.

Keywords: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structural
 

powe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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